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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 70 年正确经济发展路径的
溯源与选择*

◎ 夏庆杰

内容提要 本文从历史与现实的角度阐释了中国经济发展路径的源起与选择，从历

史角度来看，夏商周开创的天下大一统理念、秦汉以来中国一直有效实施的郡县制、隋唐

至明清的科举制等中国历史文化制度都对当代中国经济奇迹的发生具有不可磨灭的贡

献。而新中国经济奇迹最为关键的因素是 1970 年代末以来中国政府始终坚定不移实施

的改革开放政策，其实质是在中国计划经济和国有企业为主的经济体系中不断引入市场

因素。同时，尽管说新中国成立之初实施的重工业化发展战略和农村集体经济没有使中

国人民摆脱贫困，但是改革开放前的中国为工业化准备好了基本条件，如强有力的国家

治理和架构、统一市场、电力能源设施、重工业生产能力、交通通讯基础设施、国家经济管

理经验、工程师等受过教育的数以亿计的劳动力队伍，等等，改革开放则是把中国解放后

储备的巨大能量发挥出来，这些都是中国工业化取得成功的关键要素。可以说，中国工

业化的成功或者说中国模式的成功是中国有为政府、国有经济、市场经济共同作用的结果。

关键词 新中国 土改 义务教育 改革开放 工业化

〔中图分类号〕F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 － 662X( 2020) 05 － 0001 － 12

2010 年中国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和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之后，全世界都在惊叹中国

的经济奇迹，对中国经济奇迹的解释也是众说纷纭。

能解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奇迹的因素似乎很

多，如改革开放后的农民自主经营、乡村企业和城市

民营企业发展、劳动力自由流动、国有企业、对外开

放、外资企业大举进入中国等等。然而这些因素在

很多亚非拉发展中国家都存在，但是这些国家并没

有实现经济腾飞。阿马蒂亚·森认为中国改革开放

前充分的人力资本准备是中国经济成功的主要推动

因素。①文一认为改革开放后以轻纺工业为主业的

乡镇工业化是中国工业革命成功的核心。②要正确

理解这个问题，首先需要搞清楚从改革开放到现在

的中国经济结构变化。从 1978 年到 2018 年，包括

农牧渔业采掘业在内的第一产业占中国 GDP 的比

重由 27． 7%逐渐下降到 7． 2%，与此相反第三产业

所占比重同期由 24． 6%稳步增加到 52． 2%，而工业

产值占整个 GDP的比重一直保持在 45%左右，只是

近年略有下降。③第二，在剔除价格因素后，从 1978

年到 2018 年，我国第一产业增加值年均增长率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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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38%，远低于 GDP 年均增长率 9． 43%，非农产业

增加值年均增长率则达到 10． 48%。① 由此可见，改

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奇迹的发生主要依赖于工业服

务业的发展或者说中国工业化的成功。本文拟从新

中国成立以来的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和国家能力等多

个视角探讨中国工业化成功的原因。

一、正确的工业化路径是中国经济奇迹的合理解读

为了消除贫困，中国于 1978 年三中全会后实施

了改革开放政策。为解决食品严重短缺问题，中国

政府首先对农村集体经济实施了改革，把农村集体

所有土地的使用权赋予农户，实行包产到户政策，从

而有效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粮食产量由 1978 年的
3 亿吨快速增长到 1990 年的 4． 5 亿吨。② 在包产到

户的同时，中国政府也开始允许农民进行个体经营，

因而乡镇企业得到迅速发展。1995 年时，乡镇企业

就业量达 1． 29 亿人，工业总产值占当年全国工业总

产值的 56%。③农村粮食产量的大幅度增加和乡镇

工业的迅猛发展，使农民的生活状况得到较大幅度

的改善，农村贫困率迅速下降到 20 世纪 80 年代末

的不到 20%。④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中国政府允许数百万下

乡知青回城，但是城市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根本没

有能力为数以百万计的返城知青提供工作，因而带

来了返城知青的就业和生活困难。于是中国政府开

始允许回城知青从事个体经营。1983 年政府取消了

对非国有企业雇工数量的限制。从此，非国有企业获

得了大发展。深圳特区 1987 年第 18 号文件确认了

民营企业产权。在整个 20世纪 80 年代，非国有工业

企业的增长速度是国有企业的两倍; 80 年代中期，非

国有企业的工业产值占全国工业产值的 31%。⑤

在 1993 年十四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中国基本

完成了以农村乡镇企业和城市非国有企业为主导的

初级工业革命。⑥ 在这次工业革命中，其主要参与

者是乡镇企业和城镇非国有企业，完全靠市场竞争

而生存，也不影响农村的农业生产。在农村粮食产

量不断增加的情况下，数以亿计的乡镇企业 ( 和城

镇非国有企业) 职工通过从事纺织服装等轻工业产

品的生产和销售而增加了职工收入，这也是中国农

村贫困率在 1980 年代大幅度下降的主要原因。正

如欧美日等国在工业化以前也有大面积贫民存在，

他们也是靠纺织业发展而实现脱贫的。⑦即只有广

大中下层大众参与的轻纺工业的大发展才能实现大

规模的快速减贫。

中国初始工业化快速完成的核心秘密之一在于

中国政府的各级行政组织都极为重视经济发展，乡

镇和村行政领导人甚至亲自担任乡镇企业创业发展

的企业家，领导村民创业、致富。这种做法克服了很

多乡村工业化过程中的制度障碍，如乡镇、村中的集

体所有制企业可以以乡镇、村行政组织、村集体的名

义从村民中筹款，从银行得到贷款，在购买原材料、

销售产品时也用政府的名义提高信誉度。尽管中国

没有西方国家花上百年时间培育的商人阶层、信誉

制度、产权制度，但是新中国在广大农村建立的农村

集体经济行政组织起到了替代作用，以乡村政府名义

创办集体所有制工业企业、乡村干部上阵担任企业经

理的制度创新破解了中国乡村工业发展过程中面临

的融资风险、商业风险、各种制度障碍。这一点可能

是中国初始工业化快速完成的核心秘密之一。⑧

20 世纪 80 年代以农村乡镇企业和城市民营企

业为主导的初级工业化的大发展带来了以下三个方

面的效应:第一，给很多中小国有企业带来了强有力

的竞争，导致众多经营亏损的中小国有企业在 20 世

纪 90 年代中期以后被迫关停并转和重组。与此同

时，对具有重大战略价值的重工业国有企业( 能源、

电力、交通通讯、航空、铁路、造船、银行等) 进行了

重组和现代企业治理制度方面的改制。第二，农村

乡镇企业和城市非国有企业的大发展产生了对电

力、能源、交通通讯的海量需求，从而为中国重工业

企业( 电力、能源、交通通讯为代表) 带来新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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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的经济改革是渐进式的，在整个改革开放以及市

场化过程中，没有采取苏联东欧国家式的全面私有

化措施，因而原来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建立的众多国

有重化工业企业不仅依然存在，而且经过重组和改

制提高了生产效率。因而当中国经济发展需要海量

能源、电力、交通通讯需求时，中国的重工业国有企

业获得了新生，进而在能源、电力、交通通讯、机械制

造等重工业化过程中发挥了重大作用。① 最后，中

国乡镇企业和民营企业大发展后造成的巨大购买力

和由此引发的重工业再次大发展吸引了大量外资涌

入中国。

二、正确的工业化路径是如何找到的?

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夕，中国实施了计

划经济和重工业发展战略，主要采取以农业补贴城

市工业的工业化发展模式。尽管通过以农业补贴工

业的发展模式在短期内实现了一定程度的工业化，

然而由于在传统国有企业和集体经济的分配体制

下，城市职工和农村社队农民干多干少一个样，职工

和农民缺乏劳动积极性，从而导致整个国家经济效

率低下。同时，由于改革开放前全国人口总量增加

了一倍，人民生活必需品如食品和日用工业品严重

短缺，导致大多数人民生活较为艰难。根据世界银

行标准，改革开放前 76%的农村人口和 55%的城镇

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②

改革开放后，农村实行了包产到户的政策，允许

农村集体和农民个人创办乡镇企业从事工商业活

动，允许城市个人创办个人和私有企业组织从事工

商业经济活动。这些改革开放措施的核心是在中国

以计划经济和国有企业为主的经济体系中逐渐引入

市场因素，即农民在完成粮食交售任务后，可以自行

决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 同样，农村集体、个体企

业、城镇个体企业自负盈亏，在用工和生产决策以及

销售等方面完全具有企业自主权。这些市场化的改

革开放措施极大地激发了广大人民群众创造物质财

富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从欧美日本以及中国新近的成功工业化路径来

看，在工业化开起阶段实施重工业化战略不是正确

的工业化路径，原因是这种发展战略需要大量的国

家财政补贴。实施这种重工业发展战略的一种方式

是依靠农业补贴工业 ( 如苏联、中国) ，其结果是从

事农业的农村人口最后陷入大面积贫困。另一种方

式是借外债 ( 某些拉美国家) ，长此以往，这些国家

必然是债台高筑，还本付息压力巨大，最后变卖国产

还债。实事求是地说，在落后国家实施重工业发展

战略是一种不可持续的发展战略。

而以一个国家最底层民众大规模参与的、以纺

织业等轻工业为核心产业的乡村工业化才是正确的

工业化路径。③其原因是这种发展模式不需要国家

补贴，最底层亿万民众通过参与初始工业化而脱贫，

形成巨大的购买力和市场需求。此外，初始工业化

成功的结果是推动重工业化自然而然的发展。因而

这种工业化一旦成功开启便可以自我向前推进，即

这种工业化发展模式是可持续的。

中国改革开放的核心是引入市场因素，即让农

村集体和农民个人自己去决定生产什么。大量乡镇

企业在改革开放之初从事纺织服装加工业完全是这

些企业自然而然的选择。其根本原因在于: 吃饭穿

衣是人们的最基本需求。区别是前者消费弹性低，

一旦满足需求之后，增加消费的余地极为有限，另外

由于土地数量的限制，粮食产量也无法无限增加;就

中国多数省份来说，每户农民分不到一亩地，如果仅

仅依靠农业只能解决温饱，无法不断增加收入。④

对比而言，纺织业服装产品的消费弹性很高，工

艺较为简单，而且纺纱、织布、成衣加工各个工序可

以分解，产品数量可以无限增加，经营管理好的乡镇

企业规模可以很大，而纺织业通常成为初始工业化

的首选产业。⑤另外，纺织服装加工业属于劳动密集

性产业，劳动力吸收能力大，因包产到户效率提高而

产生的农民剩余劳动时间可以在乡镇企业得到有效

利用。英国、美国、日本的初始工业化也都是从乡村

纺织业展开的。乡村工业化实施的结果有两个方

面:一方面是广大农民的收入得到增加;另一方面是

①

②

③④⑤ 文一:《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7 年第 1 版，第 20 ～ 6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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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工业的大面积发展导致了对电力、能源、交通通

讯、机械制造的海量需求，从而引发了电力、能源、交

通通讯、机械制造等重工业的飞速发展。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初始工业化必须是最底

层广大农村民众可以参与的工业化进程，最底层广

大群众在初始工业化过程中走出贫困陷阱，还有初

始工业化的成功自然会引发重工业的大力发展。从

中国的发展经验来看，只有以纺织业等轻工业为主

的、有最底层广大民众参与的工业化才能大规模快

速减贫。需要强调的是: 改革开放之初，农村集体、

个体企业选择从事纺织服装等轻工业完全是自主的

市场行为。换句话说，从事纺织服装等轻工业是农村

集体个体企业和城镇个体企业自然而然的市场化自

主行为。欧美日等国在工业化以前也有大量贫民存

在，他们也是靠乡村纺织业的工业化而实现脱贫的。

这与马克思的思想是一致的，人民群众是物质财富的

主要创造者。只有最底层广大民众可以参与的工业

化才能是成功的工业化，才能实现大规模快速减贫。

三、中国经济奇迹背后的核心因素

1．关于史前中国国家形成根源的猜想

霍布斯①说，人与人争斗带来的安全感缺乏，使

得人们愿意让渡权力给国王的统治，以换取和平与

安全。在以氏族为基础的部落形成过程中，史前中

国也许也是如此。然而，史前中国面临的一个致命

的安全威胁就是黄河长江周期性的水患。史前中国

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定居的农耕文明。我们无法知道

史前中国什么时期进入农耕文明，但是在夏商之前

中国黄河两岸的居民已经从事农业耕作。农耕文明

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定居，而不像游牧部落那样逐

水草而牧。黄河中游两岸气候温暖、水丰田沃，适于

农业耕种和定居。然而，每隔几年黄河就周期性出

现洪水泛滥。这是黄河中游两岸农耕部落的首要安

全隐患。此外，黄河由西向东流入大海，居住在河流

两岸的任何部落都无法单独抗洪，木桶原理形象地

说明了这一点。每隔三年五年的周期性洪水泛滥，

以及由此造成的大批生命和财产损失，使各部落首

领和居民缓慢地被迫放弃自己的局部利益，联合起

来共同治理洪水灾害。另外，抗洪和从整个河流角

度治理水患还要求有一个大家认同的中心权力机构

统一指挥和部署。因而，治理水患在要求各部落首

领和成员放弃各自的局部利益之外，还要求他们把治

理洪水的权力让渡给各部落的联合中央权力机构。

历史和社会的发展也必定是不均衡的。换句话

说，黄河中游两岸各部落的规模和力量有很大差异，

少数部落在向国家形态进化的过程中可能更为先

进，有较为强大的中央机构和军队，经济也较为发

达，在治理黄河水患上有更为丰富的经验和手段。

因而，在水患来临之际，这个强大部落能够有组织结

构和力量帮助那些弱小部落。各部落的权力让渡过

程可能和治水过程相融合。而且在集中权力过程和

治理水患过程中，各部落精英和成员的融合程度也

不断提高，联合中央权力机构以及国家形态的权力

机构( 军队、税赋、司法) 的建设也慢慢得到完善。

在大规模治理河流和水患的过程中，也会带来在建

筑、选材、建筑工具、建筑技术、食物供应和后勤等方

面的技术进步和组织能力进步。与此同时，也会锤

炼出干部队伍和领导人才。这对统一国家的形成将

有巨大裨益。总之，对抗洪水和治理水患的过程不

断催生了史前中国的统一国家形成。

在黄河、长江及其他河流的周期性泛滥之外，北

方游牧民族的周期性入侵也是古代中国中原地区定

居农耕居民面临的另一个安全威胁。抵抗入侵需要

有组织、有后勤的常备军队。因而，抵抗入侵会促进

史前中国的军队、指挥体制、指挥才能、军事理论、军

事组织体系的发展和进步。周期性的水患和北方游

牧部落的周期性入侵，不断强化每个部落、每个地区

乃至所有人的集体意识:任何一个部落都无法独善

其身，只有强大中心政权和联合起来，才能治理好黄

河和长江，才能有效抗击北方游牧部落的侵略。在

治理水患和抗击北方游牧部落入侵的历史过程中，

夏商之前的古代中国各部落精英和成员也不断意识

到:各部落的共同利益大于各自局部利益，或者说各

① 霍布斯 ( Thomas Hobbes，1588 － 1679 ) ，主要著作《利维
坦》，在人类的自然状态下，有一些人可能比别人更强壮或更聪
明，但没有一个会强壮到或聪明到不怕在暴力下死亡。当受到死
亡威胁时，在自然状态下的人必然会尽一切所能来保护他自己。
霍布斯认为保护自己免于暴力死亡就是人类最高的必要，而权力

就是来自于这种必要。( 百度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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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落拥有共同的天下。但是，形成统一国家和中央

政权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在形成联合中央政权机构

和统一国家的过程中，肯定会出现统一和分裂的不

断斗争，也会出现中央政权机构的不断垮塌和不断

重建。每一次的垮塌和每一次的重建可能会不断强

化天下和统一国家的理念。

一旦各部落联合中央权力机构及其军队、税赋、

司法体制形成之后，这个中央政权也会按照自己的

逻辑行事，统一调用军力、民力治水和抵抗入侵，促

进农业、畜牧业、手工业、乃至贸易、货币发行、文化、

中心城市的发展和形成，维护社会治安，用强力手段

平息反抗中央政权的任何企图和行动。此外，中央

政权还可以用官职、爵位、分封机制安排各部落精英

和领导人，从而使中央政权得到各部落精英的拥护

而强化中央政权。最后，史前中国和夏商中国中央

政权的形成和强大会吸引周边部落不断融入中国，

或者和中国建立良好的关系。这对史前中国和夏商

中国的发展和稳定也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2．历史中国及其影响

每隔一两年就发生的治理大江大河需要和抵御

北方游牧民族掠夺的常年压力造就了中国自西周以

来的大部分时间里的统一状态。① 两千二百多年

前，秦始皇依靠公元前四世纪中期秦孝公通过商鞅

变法创立的郡县制中央集权政治经济体制再次统一

了中国。在自秦以来 2000 多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中

华民族也依靠中央集权政治体制以及后来逐渐完善

的科举制保持了统一国家状态，在清朝以前的大部

分历史时间里保持了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国际领先地

位。可以说，中国早在秦朝就建立了现代国家政府

治理制度，如实施郡县制、普遍兵役制、常备军体制、

统一税制、统一文字度量衡，在吏治上消除世袭制、

任用贤能。②

实际上，如钱穆所说，秦汉以来至清朝，中国已

经不是封建社会了，而是皇帝和士大夫 ( 即知识分

子) 共同治理的社会了，因为没有了贵族，没有了世

袭制( 皇帝除外) 。③ 西汉时，为了选拔有识之士，汉

武帝下令各地行政长官举孝廉到中央加以培训，通

过考试从中再选拔人才去做官。后来由于举孝廉被

东汉时期的门阀所把持，因而在隋唐时期逐渐开创

了官员任用上的科举制。科举选拔制使得出身寒门

的贤能之士也可以出任政府高官。可以说秦汉以来

的政治军事社会经济制度是一种包容性或者说开放

性的制度，即消除世袭制、为出身寒门的贤能之士出

任国家重要职位开启了顺畅的通道，从而大大提升

了国家治理水平。通过科举制而入仕的知识分子不

能把自己的官位传给下一代，也不断有通过苦读而

获得功名的知识分子加入到政府官员队伍中。因而

士大夫阶层是流动的，换句话说从秦汉至清朝的社

会流动性很强，社会阶层没有固化，政府不断把一代

又一代的社会精英吸纳到体制中来。皇权的合法性

通过把社会精英纳入体制内得到改善和提高。④ 秦

汉以来不断形成的国家治理制度是先进而有效的现

代国家治理制度，即使外族统治中国的时期同样不得

不采用中国原有的国家治理体制和理念。

秦汉以来，中国历朝历代也注意限制各类实力

豪强的产生和存在。商鞅变法以后，秦国实施土地

国有制和授田制，因军功赐爵赐田，但田地不能成为

私产传给子孙，被赐田的人死后其田地收回国有，土

地不能买卖。⑤ 西汉是土地私有制，地主门阀并起，

因而王莽托复古井田制而改变大地主门阀把持国家

经济政治的局面，即所谓王莽新政。但是王莽新政

和皇帝王莽由于遭到西汉地主阶级的联合抵制和反

抗而快速灭亡，到了东汉依然是土地私有制，大地主

门阀把持国家政权，⑥以致东汉后中国有约四百年

处于分裂状态。两晋南北朝后期，北魏皇帝拓跋宏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苏力:《大国宪制:历史中国的制度构成》，北京大学出版
社，2018 年，第 30 ～ 90 页。

F． Fukuyama， The Origins of Political Orders: From
Prehuman Times to French Ｒevolution，New York: Farrar，Straus
and Giroux Press，2012，pp． 1 ～ 40．
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九州出版社，2012 年，第 3 ～

50 页。
清朝末年取消科举，使得大批社会精英无法以正常渠道

进入体制内，从而导致其国家治理能力越来越弱。另外，科举制
取消以前的农村治理也是以士绅制度为基础的，因为皇权不下

县，而举人、秀才可以进县衙不跪，因而举人、秀才成为农村的天
然领导者。
江淳:《从赐田制度的变化看秦汉间土地制度的演变》，

《广西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1987 年第 2 期。
杨振红:《秦汉“名田宅制”说————从张家山汉简看战

国秦汉的土地制度》，《中国史研究》2003 年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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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宏) 实施土地国有制，进而实施授田制，按家庭

劳动力和人口数量分配土地，兵丁户集中到一起居

住和授田且免赋税，从而建立府兵制。隋唐基本维

持授田制和府兵制。后来一直到明朝府兵制度基本

保持不变。尽管唐朝以后，在很多时候是土地私有

制，但是各朝各代始终防止大地主门阀的出现。南

北朝时代的北魏以及隋唐都是土地国有制，其主要

目的是防止大地主门阀控制国家政权的恶果。

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治理是否有效，主要

取决于以下四个因素:国家最高领导人的产生和执

政机制是否有序稳定，政府各级官员的产生机制能

否不断把社会精英吸纳进体制，税收是否能够源源

不断征收到国家手中，兵源是否能够得到源源不断

的补充。皇帝位置的血统继承制不过是提供了国家

最高领导人比较稳健的产生机制，这在政党推举最

高领导人机制形成以前，避免了众多人竞争最高领

导人而带来的动乱。在中国的中央集权制下，有较

高的包容性和社会各阶层向上流动的机制，商鞅变

法以后秦国根据军功晋升制取代了贵族世袭军官

制，两汉的举孝廉、隋唐以来的科举制度等给精英进

入体制提供上升通道，从而为千家万户的普罗大众

带来了希望，精英们“早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

梦想得以实现。从经济体制上看，北魏、隋、唐、乃至

明朝，大都实施土地国有制和授田制，农户分为军户

和民户，军户出兵但不交税 ( 木兰从军中的木兰家

就是军户，必须出兵) ，民户交粮但是不用出兵，从

而保证了源源不断的税收和兵源。秦汉以来至明清

不断形成和完善的中央集权国家治理体制实现了政

府官员任用上的包容，即通过两汉时期的察举制、隋

唐以后的科举制任用贤能，从而实现了国家的有效

治理。而纵观 17 世纪以前的其他国家，并没有中国

这样的政治经济社会制度，要么是封建制 ( 英法德

等) ，要么是农奴制( 俄国) ，要么奥斯曼帝国的奴隶

兵役制。中国自秦汉到明清不断形成的治理模式更

多是为适应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而产生的，也基本

适应了小农经济存在的需要。正如马克思所说的，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中国的中央集权制或称郡

县制是生产关系适应了农业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需

要。Acemoglu提出了政治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

“包容”理念，就其实质而言就是生产关系要能够包

容生产力的变化。①

17 世纪至 20 世纪初，世界各国处于两千多年

一遇的大变革时代，这个变革就是人类从农业社会

进入工业社会。成功实现工业化的国家如欧美日等

国家被称为发达国家。这些国家具有较为完整的工

业制造业体系，能够生产工农业、交通通讯、化工、国

防等需要的各种先进产品，政治稳定、政府治理能力

较高，其国民享受着富裕的生活。因为实现了工业

化，他们的国家、政治体制、文化都被认为是先进的。

20 世纪中叶以前，欧美日等发达国家为了打开落后

国家的市场，掠夺原材料、土地和廉价劳动力，对落后

发展中国家实施炮舰政策、野蛮侵略、掠夺和奴役。

在 17 世纪至 20 世纪初的工业化浪潮中，没有

能够成功工业化的主要帝国如大清帝国、欧亚大国

沙皇俄国、横跨欧亚北非的奥斯曼帝国相继在 20 世

纪初轰然崩塌。中国清朝时期和后来的民国时期都

没有成功实现工业化而停滞在农业社会。因而从
1840 年鸦片战争到 1945 年抗日战争胜利约 100 年

的时间里，中国一直处于被欧美日等帝国主义国家

压榨、掠夺、侵略和奴役的状态。这个事实也说明皇

帝治下的王朝政治已经很难适应工业化时代的政治

社会经济发展了，软弱涣散的国民党政权也是如此。

国土辽阔人口众多的中国需要具有高度组织能力和

动员能力、纪律严明的强有力的政党领导。

1917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列

主义、列宁创建的共产党组织制度和政治制度。中

国共产党把马列主义、苏联共产党的政治组织制度

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领导了 1921 － 1936 年的反

帝反封建斗争、1937 － 1945 年的抗日战争、1945 －

1949 年的解放战争。1949 年新中国成立，中国人民

终于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站立起来了。新中

国成立前，中国基本上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国家。

中华民族在其漫长的历史进程当中探索出来的

国家治理经验和社会理念( 秦汉以来的现代国家治理

制度即郡县制、隋唐至明清的科举制、集中力量办大

① D． Acemoglu，J． Ｒobinson，Why Nations Fail: The Origins
of Power，Prosperity，and Poverty，New York: Crown Business
Press，2012，pp． 1 ～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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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意思形态体系等) ，不仅为现

代中国的国家治理提供了可以借鉴的资源，而且中国

大多数民众就国家治理模式问题也逐渐形成了共识。

3．新中国的政治经济学理论

中国经济成功的核心因素是什么呢? 老牌发达

国家的经验似乎不能完全解释中国的成功，其中一

个重要原因是包括日本在内的老牌工业国的发展在

很大程度上是靠掠夺殖民地的土地、原材料、市场，

压迫剥削奴役殖民地人民等。而中国的经济成功完

全是和平崛起。韩国、中国台湾地区、中国香港地

区、新加坡的经济腾飞似乎与中国经济奇迹的轨

迹更近一些，但是也有不同: 韩国包括战后的日本

没有自己的国防，是反共、反社会主义阵营的前线

国家;中国台湾地区和新加坡的战后发展也依据

类似的逻辑。另外，相对于中国的土地面积和人

口而言，这些国家和地区规模太小。也许有人说

中国历史上拥有强大的政治社会文化，明朝、清朝

没有这种文化吗?

那么其他发展中国没有，甚至新中国成立以前

的清朝中国、国民党中国也没有，而唯独新中国拥有

的主要因素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的社会主

义政治经济社会制度。换句话说，中国拥有强大执

行力的政府。具体而言，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组织

遍布整个社会，政令统一，执行力强，拥有独立强大

的国防。中国共产党是在长期革命战争中成长起来

的革命政党，在战争年代造就出来的顽强的组织性、

纪律性是世界其他各国的政党所无法比拟的。在新

中国成立后的政治经济社会发展建设中，这种高度

的组织性、纪律性意味着中国政府的政令统一和高

度执行力。另外，长期革命战争锻炼出来的新中国

军队及其后来的发展壮大构成了中国国防的强大力

量。党领导的新中国政府的政令统一、高执行力、独

立强大的国防保证了新中国能够保持稳定有序的政

治经济社会发展环境。17 － 19 世纪期间英国、德

国、美国、日本等西方强国工业革命的成功无不依赖

其强大政权、强大军队舰队以及对殖民地的掠夺和

殖民地市场。像中国这样的大国，如果没有强大的

政权和强大的国防，只能成为西方强国宰割的对象，

根本谈不上经济发展和工业革命。《国败论》的作

者 Acemoglu 也认为现代工业社会发展需要强有力

的中央政府保持社会秩序和稳定。①

然而，在改革开放前，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中

国也拥有强大的执行力，尽管也实现了显著的政治

经济社会的发展，但是在改革开放前，“国民经济处

于崩溃边缘”，②百分之七十多的农村人口和百分之

五十多的城市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那么与其他

发展中国家相比、甚至与改革开放前的中国相比，改

革开放后的中国最为独特的特征是什么呢? 本文认

为只能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在政治经济社会

发展上的决策大多数是正确的。接下来的问题是:

中国改革开放后的有为政府是依据什么理论把事情

做对的呢? 或者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有没

有自己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呢? 如果有，那么该理论

的立场、观点、方法又是什么呢?

新中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因而新中国

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根本立场是由中国共产党的根本

宗旨决定的，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特别是为劳苦

大众服务;除此之外，别无其他。“全心全意为人民

服务”这个宗旨体现在新中国主要政治经济社会制

度安排以及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上。换句话说，广大

中国人民的核心利益可以表述为:国家安全、经济发

展、教育和医疗等社会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发展。这

些核心目标从而成为新中国建设和发展的核心目

标。能否解决这些问题就是新中国是否以“全心全

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试金石。

关于社会主义的目的，革命导师们有很多论

述。十月革命后列宁说: “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

后，它的最主要、最根本的利益就是增加产品数

量，大大提高社会生产力”。③ 斯大林说: “用在高

度技术基础上使社会主义生产不断增长和完善的办

法，来保证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经济增长的物

①

②

③

D． Acemoglu，J． Ｒobinson，Why Nations Fail: The Origins
of Power，Prosperity，and Poverty，New York: Crown Business
Press，2012，pp． 1 ～ 30．
中共中央: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 在 1981 年 6 月 27 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 ，人民
出版社，1981 年。
［苏联］列宁:《关于工会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的作用和

任务的提纲和草案》，中央编译局译，《列宁选集》第 4 卷，1921
年，第 58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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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和文化的需要”。① 邓小平更明确地说: “贫穷不

是社会主义”; ②“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有凝聚力，才

能解决大家的困难，才能避免两极分化，逐步实现共

同富裕……只有稳定，才能有发展。只有共产党的

领导，才能有一个稳定的社会主义中国”; ③“社会主

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

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④

应该说改革开放前后，党的立场和观点没有发

生根本性的变化。但是，在改革开放之初，党中央充

分总结了新中国前 30 年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正

确把握了世界政治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和大趋势，

坚决把党的工作中心从阶级斗争扭转到经济建设上

来。1970 年代末以来，党中央在经济建设上始终毫

不动摇地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政策。

党的工作中心的转移也引起了党的工作方法的

转变。改革开放后，可以把党的具体工作方法概括

为: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调查研究、试点、

推广。西方发达国家如美国多聘请华尔街大佬担任

财政部长，或从高校的书斋里招募一些知名教授担

任经济顾问和美联储高官。华尔街大佬总要考虑华

尔街的利益，而高校的知名教授们很少到厂矿企业

农村去调研，不了解实际情况，总是根据头脑中的绝

对市场理论去制定政策。反观中国的经济顾问们，

主要由政府公务员构成，熟悉党和政府的政策、方

针，经常下基层调研，受利益集团的干扰较少。有了

问题，到众多的工厂企业农村去调查，发现问题之所

在，从具体问题出发得出解决问题的方案。⑤ 在这

个过程中，经济学理论总是让位于实事求是，经济学

理论只是在分析具体问题时起到指导作用。

4．改革开放前的重工业化发展战略

对于新中国而言，国家千疮百孔、百废待兴。然

而面对西方列强的虎视眈眈，新中国面临的首要任

务就是国家国防安全。只有建立起来可以抵御外来

侵略的有效国防力量，才能实现整个国家的政治经

济社会发展。因而，新中国经济发展的重中之重就

是建设自己的重工业体系( 如钢铁、能源、交通和通

讯、航天、军工等) 以及国家安全体系。

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一般基础设施较为落后，

技术落后，资金缺乏，且没有健全的金融银行体系。

在这种总体落后的状况下，发展中国家利用国有金

融体系集中资金、国有企业实施工业化战略也是迫

不得已的办法。从发展经济学角度看，在资金缺乏、

私有企业无力开发重工业项目的情况下，使用国有

企业发展重工业也不过是国家本身成为风险资本投

资人。从科学技术角度看，落后国家开发技术资本

密集型的重工业项目的成本一定很高，这些承担重

大工业项目的国有企业没有国家补贴很难生存。国

家的补贴从何而来? 在改革开放前，中国主要是使

用计划经济体制和以农业补贴工业的方式为重大工

业项目融资。在 20 世纪 50、60 年代，新中国在苏联

的支持下，快速建设了 156 个重工业项目，能够生产

国民经济需要的基本工业产品，建设了基础设施体

系( 如交通通讯体系、电子工业、能源工业、航天工

业、军事工业体系等) 。概括起来说，由于非国有企

业无法在短期内发展高风险的高技术资本密集项

目，新中国被迫用国有企业去发展重工业项目。

此外，初步工业化为中国培训了大批工程师、企

业家、经营管理人才、熟练技术工人等。同时也为培

养企业家提供了各种途径。在大型拥有先进技术的

企业工作无疑是潜在企业家学习企业经营管理知识

的一个捷径。如科斯发现: 企业家最核心知识之一

是价格，如原材料价格、各类员工价格、贷款价格、产

品销售价格、土地价格。在国有企业工作的员工特

别是管理人员，有机会接触到企业的各方面经营管

理信息( 价格、内部管理、原材料供货、产品销售网

络、与政府和社会各方面的关系等) 。换句话说，国

有企业也起到了培训企业家的作用。

5．中国经济增长奇迹中的土地供给制度安排

在理解中国经济增长奇迹中，有一个被经济学

①

②

③

④

⑤

［苏联］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央编译局
译，人民出版社，1961 年，第 31 页。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1984 年 6 月 30

日)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1993 年，第 62 ～ 66 页。
邓小平:《振兴中华民族》( 1990 年 4 月 7 日) ，《邓小平文

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1993 年，第 3357 ～ 3358 页。
邓小平: 《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

( 1992 年 1 月 18 日 － 2 月 21 日)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人民出
版社，1993 年，第 370 ～ 383 页。
杨伟民 2018 年7 月7 日在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毕业典

礼上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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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所长期忽略的问题，就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

高速增长所用的土地是如何有效供给的。威廉·配

第说: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① 与农业

社会相比，工业化社会所需土地的数量大为减少，因

而很多领土面积较小的国家也可以成为富裕的工业

国。但是工业发展依然需要土地，工业化社会的经

济增长主要是通过众多企业家在土地上的投资来实

现的，因而所有投资都需要有“地”放矢，大型制造

业企业需要的厂房面积要大得多，机场、电站、港口

码头、公路、铁路体系等基础设施的建设需要更大面

积的土地。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常识是企业家投资需

要清晰的产权，特别是土地的产权。② 因而，在经济

起飞过程中，一个发展中国家政府能否为各类工商

业企业提供生产建设用地是该国能否实现经济起飞

的首要必要条件。清晰明确和有案可稽的土地、房

屋产权及其登记制度既有助于企业家用个人房产及

其他财产抵押贷款，也有助于债权人、司法机构追索

债务;美国 70%的创业企业家都是用个人房产获得

贷款的，资金( 流动性) 只有在企业家手中才能变成

资本。③ 中国人口众多，可耕地和建设用地严重缺

乏，而且没有如发达国家那样清晰的土地产权。可

是在经济高速增长期间，中国实现了各类工商金融

企业生产建设所用土地的适时有效供给，从而为

1980 年代的经济起飞以及后来的高速增长提供了

土地保障。那么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土地及不动产

制度是如何适应经济增长需要的呢?

新中国于 1950 年代初期进行了彻底的土地改

革，没收地主、资本家的土地，在农村实行土地村集

体所有制，在城市实行土地国有制。农村集体所有

的土地承载主体是行政村。改革开放后的农村包产

到户实际上是把村集体所有的土地的使用权分配给

农民，从而给农村经济注入了巨大的活力，生产效率

大幅度提高。改革开放后，城市国有土地可以由政

府以收费方式提供给各类工商业企业，或出售给土

地开发商用于住宅建设或商用建筑。1987 年后，政

府向城镇国有土地征收使用费作为地方税的一个税

种，主要用于城市建设和维护。在 1994 年的税制改

革中，将土地出让金收入全部归地方政府。农村集

体所有的土地只有通过政府征地转变为国有土地之

后，才能由代表国家的各级政府向企业供给土地。

工商业生产所用的土地使用年限是 50 年。2007 年
《物权法》规定民用住宅的使用年限是 70 年，但是

鉴于民用住宅的使用年限涉及到亿万家庭的根本利

益，因而在 70 年使用期限期满后也会自动无偿续

期。拥有住宅产权的企业家可以用其住宅做抵押得

到银行信贷。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一直秉承邓小平的方

针，“发展是硬道理”。更为通俗来说，中国政府的

政策目标是追求经济增长，政府官员的提升主要通

过在经济增长方面的政绩来实现的。④ 为实现经济

增长，在国有企业外，还需要吸引外资、引导内资企

业发展。为此，企业发展所需要的土地主要通过政

府得到。各级政府为实现经济增长，在为企业提供

土地方面较为便利;甚至很多地方政府为吸引外资，

还免费为投资企业提供建设用地。此外，众多地方

政府为吸引投资、便利企业投资，通过政府划拨土地

建立了工业园区、经济开发区等。自 1990 年代中期

城镇住房商品化以来，中国住宅建设用地主要由各

级政府拍卖国有土地的形式提供。由于土地拍卖收

入纳入当地政府财政收入，因而地方政府有很强的

动力去出售土地; 2001 － 2010 年间，土地出让金占

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比例由 16． 6%上升到 76%。⑤

在这种住宅建设用地制度安排下，数以亿计的城市

家庭有了属于自己产权的住宅。中国政府通过这样

的制度安排便利了企业的投资用地问题，也化解了

土地产权不清晰情况下交易成本过高的问题。这就

是福山所说的中国所拥有的足够好的产权状况。⑥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W． Petty，A Treatise of Taxes and Contributions，EEBO Edi-
tions，ProQuest，2011，pp． 7 ～ 45．

Ｒ． H． Coase，Essays on Economics and Economists，Univer-
sity of Chicago Press，1995，pp． 5 ～ 37．

H． D． Soto，The Mystery of Capital: Why Capitalism
Triumphs in the West and Fails Everywhere Else，New York: Basic
Books，A Member of the Perseus Book Group，2000，pp． 11 ～ 35．
周黎安:《中国地方官员的晋升锦标赛模式研究》，《经济

研究》2007 年第 7 期。
向春玲:《城镇化进程中的热点难点前沿问题》，中央党校

出版社，2014 年，第 139 ～ 141 页。
F． Fukuyama， The Origins of Political Orders: From

Prehuman Times to French Ｒevolution，New York: Farrar，Straus
and Giroux Press，2012，pp． 1 ～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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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农村把土地使用权分给亿万农户，让农

户自己根据市场进行生产决策以及劳动力在农业劳

动和非农业劳动之间的分配，这是帕累托改进，因为

在农村改革过程中亿万农户的福利得到改善，与此

同时几乎没有利益受到损失。在中国城市通过土地

拍卖形式提供商品房建设用地，使得亿万城市家庭

拥有了商品住宅产权，与此同时各级地方政府获得

了极其可观的财政收入，从而可以用于教育、医疗、

社会保障、公共设施改善等公共事业，这也是帕累托

改进。

中国独特的土地产权制度安排是中国经济起飞

的首要必要条件。在中央政府追求经济增长的目标

下，中国各级地方政府通过建立经济发展区、工业园

区等手段为民营企业、外资企业提供了工商业用地，

通过拍卖住宅建设土地方式为城市民用住宅建设提

供了土地，通过向农村征地的方式把农村集体所有

土地转为国有，从而为公路、铁路、电站、港口码头等

社会设施的建设提供了大量土地。中国政府用这种

政府提供土地的方式，实现了企业投资、住宅建设、

公共工程( 公路、铁路、水库、电站、机场) 建设。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土地制度安排的独特性在

于:在拒绝土地私有化的情况下，为高速经济增长有

效提供了土地供给，或者说没有阻碍经济社会发展。

这恐怕是人类工业化史上仅有的案例。

历史上，中国人多地少，土地集中在少数大地主

手中而广大农民没有立足之地曾经是中国贫富严重

两极分化、农民起义和王朝垮塌的主要原因，这也是

北魏、隋朝、唐朝等实行土地国有化和实行授田制的

核心原因。然而由于人口的迅速增加，唐朝、明朝等

采用授田制的朝代到王朝后期也无田可授，由于没

有土地的人口越来越多，贫困也越来越普遍，最终导

致王朝的灭亡。即使是彻底消灭土地私有制的新中

国，人口的迅速增加①且无法脱离土地和农业也是

改革开放前中国大面积贫困的主要原因，无法逃脱

马尔萨斯人口论的魔咒。② 然而，改革开放后，中国

地方政府建立工业园区、无偿或低价为各类企业提

供工业用地是中国迅速工业化的主要原因之一; 与

此同时，工业化的迅速推进导致了工业劳动力需求

量急剧增加，为缺乏土地的中国农村劳动力提供了

海量的就业机会，也带来了大面积贫困的消失。换

句话说，工业化的成功使中国逃脱了贫困和马尔萨

斯陷阱。

6．中国的人力资本准备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农村文盲率高达 95%以

上，适龄儿童入学率只有 20%左右。③ 为改变这种

状况，新中国在教育上从两个方面下手:一是开展扫

盲运动，二是实施义务教育。新中国把扫盲运动作

为一项重大政治任务，在组织上成立了中央扫盲工

作委员会指导扫盲工作的有序开展，在实践上开展

多种多样的扫盲班，如“冬学”“夜校”“速成识字

法”等适合成人、适合就业人员的扫盲教学组织方

式及方法。④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以宪法( 1982

年《宪法》) 和国家教育法 ( 1986 年《中华人民共和

国义务教育法》) 形式保障义务教育的实施。与印

度等发展中国家相比，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

开放以来的最主要成就之一是人力资本的开发; 新

中国成立以来九年制义务教育的普及极大地提高了

国民的识字率和受教育水平，从而为改革开放后中国

经济高速增长提供了人力资源基础。对此，诺贝尔经

济学奖获得者哈佛大学教授阿马蒂亚·森于 2016

年 2 月 25 日在北京大学发表演讲时曾指出: “很明

显，在中国，教育不仅是社会变革的重要力量，而且

也是工业变革的推动力。我认为，如果不把中国工

业革命与中国的教育发展成就联系起来，就不能理

解中国的成功。虽然这不是关于印度的讨论，但是

如果说印度发展思想中有什么错误的话，就是下面

这一点:在拥有受到良好教育和身体健康的劳动力

群体之前，印度实现工业化是不现实的。”从 1977 年

恢复高考到 1998 年的 22 年里中国高校累计录取了

①

②

③

④

由建国初期的 5． 4 亿迅速增加到 1978 年的 9． 6 亿。
英国经济学家马尔萨斯 ( Thomas Ｒobert Malthus，1766 －

1834) ，在《人口论》( 1798 ) 中指出: 人口按几何级数增长而生活
资源只能按算术级数增长，所以不可避免地要导致饥馑、战争和
疾病;呼吁采取果断措施，遏制人口出生率( 百度百科) 。
李德成:《创造与重构———集体化时期农村合作医疗制度

和赤脚医生现象研究》，中国书籍出版社，2013 年，第 5 ～ 13 页。
［日］浅井加叶子、王国勋、刘岳兵: 《1949 － 1966 年中国

成人扫盲教育的历史回顾》，《当代中国史研究》1997 年第 2 期;
彭泽平、姚琳、黄娥:《新中国义务教育普及与发展的历史经验》，
《当代中国史研究》2016 年第 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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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5 万大学生，而从 1999 年高校扩招到 2018 年的
20 年里中国高校累计录取数量增加了约 7 倍即约
10700 万大学生。① 按照这个速度，到 2025 年中国

的大学毕业生存量将达到 2 亿人。

7．小结

从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角度看，秦汉以来不断

形成的郡县制 ( 或者说中央集权制) 国家治理制度

是先进的现代国家治理制度，即使外族统治中国的

时期如五代十国和清朝也不得不采用中国原有的国

家管理体制和文化。

改革开放前，尽管大多数城乡居民在经济上依

然很贫困，但是可以把当时中国的政治社会经济发

展状况总结为以下几点: 首先，由中国共产党领导、

能够随时贯彻执行中央政府政令的各级地方政府以

及深入乡村的基层政府组织，以及人民对国家的普

遍认同和热爱; 其次，1950 年代进行的土地制度改

革建立的城市国有和农村集体所有的土地制度; 再

次，遍及全国的公路、铁路网络、航运和航空体系、重

化国防工业生产能力、电力能源交通体系、城市供水

体系;第四，教育体系、科研机构、重工业企业培养出

来的大批科学家、工程师、医生、会计师、经济管理人

员等;最后，更为重要的是遍及山村和贫困地区的九

年制义务教育体系、高等教育和科学研究体系、医疗

体系、养老保障体系。

四、中国工业化成功的关键是引入市场因素

改革开放前的中国为工业化准备好了基本条

件，改革开放就是把中国解放后储备的巨大能量发

挥出来。邓小平引爆中国巨大能量库的关键在于中

国经济体系中逐渐引入市场因素。中国于 20 世纪
70 年代末开启的经济改革，其实质是在以城市国有

经济和农村集体经济为主的计划经济体系中逐渐引

入市场因素。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的农村包产到

户、允许农村乡镇企业和城镇非国有企业发展就是

在不断引入市场因素。1984 年 10 月，十二届三中

全会明确了中国的经济改革方向是社会主义有计划

的商品经济。1993 年 11 月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
《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

定》。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后的针对亏损中小国

有企业的关停并转、针对大型国有企业的抓大放小

改革，恢复了国有企业的本来功能。2001 年成功加

入世界贸易组织，一方面为外资企业进入中国市场

和中国产品走向世界提供了便利，另一方面也为中

国经济引入了国际市场因素。

改革开放 40 多年以来，中国不断在其国有企业

和集体农业为主体的经济体系中引入市场，充分发

挥了有为政府、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的三大优势，

快速实现了工业化。中国成功工业化的主要标志是
2010 年中国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世

界第一制造业大国。

文一认为，成功工业化国家如欧美日等国以及

今天的中国基本遵循了类似的工业化路径:第一，强

有力的政府对本国市场和经济发展环境的呵护，对

国际市场的开发;第二，以纺织业为主导的乡村工业

的大面积先行发展，汇聚成市场经济的汪洋大海;第

三，初始工业化成功后产生的对动力、能源、交通通

讯、机器制造的巨大需求导致了重工业的大发展。

西方发达国家用上百年、用极其残酷的手段 ( 杀戮

土著、侵略战争、掠夺殖民地、奴隶贸易、奴隶制、贩

卖鸦片、控制国际市场等) 完成的工业化，中国在和

平发展情况下用 30 多年的时间就完成了，就国际大

环境而言，主要是利用了二战以来形成的国际贸易

金融投资体系。②

此外，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后的中

国为工业化提供了以下必要条件。首先，工业社会

的主要经营者是工商企业和企业家，因而如果一个

国家要发展经济，那么这个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制

度安排中要允许各种所有制的工商企业和企业家的

持续产生、存在和发展。其次，工业社会需要源源不

断的可以雇佣的劳动力，这就要求一国政治经济社

会制度框架设计中允许劳动力市场的存在。第三，

在蓝领雇员以外，工业社会还需要大量技术和管理

人员( 即白领职工) ，因而工业化要求一个国家为社

①

②

上述关于高等教育招生数据来源于中国国家统计局网站

年度数据，http: / /data． stats． gov． cn /workspace / index? m = hgnd。
部分由作者计算得出。
文一:《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清华大学出版社，2017 年

第 1 版，第 20 ～ 6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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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提供完整的大众教育和科学技术研究体系，为工

商金融企业教育和培训管理人员、工程技术人员、科

学研究人员、财务会计、律师等。第四，工商业企业

生产的产品和服务需要销售，因而要求产品和服务

市场的存在和发展。第五，为鼓励企业和企业家的

创新精神和创新才能，国家需要对企业和企业家所

创造的知识产权和财富进行有效的产权保护。第

六，工业社会需要稳定、灵活的金融融资体系。在熊

彼特看来，企业家最需要的生产资料是“信贷”，信

贷是工业社会经济发展的核心要素; 只有居民手中

的存款通过资本市场和信贷机构投资给企业家，一

国经济才可能从简单循环流转中走出来，实现高速

增长。最后，Acemoglu等认识到只有在一国拥有强有

力的中央政府并保持社会稳定和秩序的情况下，现代

工业社会的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才可能实现。①

五、总结

19 世纪以来，能够真正实现工业化的落后国家

和地区屈指可数，只有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台

湾、中国香港。众多当年的经济发展明星，如阿根

廷、智利、墨西哥、菲律宾、伊朗、伊拉克、土耳其、埃

及等早已成为历史。在 14 亿人口的巨型国家实现

工业化，这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

关于对中国经济奇迹的解释也是众说纷纭。本

文认为中国经济奇迹的发生主要归因于 1970 年代

末以来中国政府始终坚定不移实施的改革开放政

策。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实质是在中国计划经济和

国有企业为主的经济体系中不断引入市场因素，乡

镇企业、城镇个体和私有企业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

期选择从事轻纺工业完全是自然而然的自主市场化

行为，因而当时的中国初始工业化成功更多是当时

市场经济发展的结果。只有广大中下层民众能够大

规模参与的工业化才能实现大规模快速减贫，除此

之外别无他法。

1990 年代中后期中国经济体系进行了较全面

的改革，主要标志性的有: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

制的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银行金融

体系和财政税收体制的改革、大量中小亏损国有企

业的关停并转、对国计民生具有战略价值的大型国

有企业进行重组和现代企业改制、重组后的国有企

业部门效率得到提高等。以上改革措施带来了中国

整体经济环境的改善。此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初

始工业化造成了大量的机械制造和基础设施 ( 铁路

公路航运航空交通、港口机场、通讯、电力能源、房地

产开发等) 需求;为满足这些需求，经过重组和改制

的大批中国大型国有企业开始了机械制造和基础设

施建设领域的海量投资和发展 ( 基础设施建设繁

荣) 。另一项重要进展是: 新世纪初中国加入世界

贸易组织，从而带来了新世纪最初十年外国直接投

资大量涌入中国和中国进出口贸易大幅度增加 ( 外

资和贸易繁荣) 。

在笔者看来，中华民族在过去两千多年的大部

分时期里保持统一是由于历代中国王朝都遵循和实

行了郡县制或中央集权制的国家治理构架。尽管说

新中国成立之初实施的重工业化发展战略和农村集

体经济没有使中国人民摆脱贫困，但是改革开放前

的中国为工业化准备好了基本条件 ( 如强有力的国

家治理和架构、统一市场、电力能源设施、重工业生

产能力、交通通讯基础设施，以及具有丰富经验的技

术和管理人才、数以亿计的接受了基本教育劳动力

队伍，等等) ，改革开放就是把中国解放后储备的巨

大能量发挥出来。引爆中国巨大能量库的魔法就是

在中国经济体系中引入市场因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工业化的成功或者说中国

模式的成功是中国有为政府、国有经济、市场经济共

同作用的结果。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北京大学南南合

作与发展学院、北京大学经济与人类

发展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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